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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批大学毕业生的到来，
宁夏话剧团也随之成立。王志洪第
一次在舞台亮相已经是 1965年，演
出的剧目是《金梁玉柱》，主题思想
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
还排了几部有影响的戏。《豹子湾的
战斗》《女飞行员》等，这几部戏里都
有高大的英雄人物，王志洪在戏中担
任主角，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场场爆
满。年轻的演员们积极性也特别的
高涨。银川观众争看话剧的场景让
王志洪特别感动，对话剧舞台有了种
神圣感。文革期间，王志洪的演艺生
涯也受到了影响，剧团被解散了。

王志洪：文革时没其他戏可演，
就八个样板戏，还是京剧，话剧团也
解散了，人员全部下放到各行各业。
我们有到粮店卖粮的，有到食品店卖
酱油的，我被分到了银川电表厂烧了
3年多锅炉，直到 1972年落实政策，
我们才又被重新招回到文工团话剧
队。大家重新聚集到一起后才知道，
很多同学调走了、剧团散了、舞台没
了，留下的没几个人。1978年重新恢
复话剧团的建制，才把大家又重新拢
到了一块，我们又开始排戏，这时又
迎来了话剧舞台第二个春天。

但话剧舞台的热火劲持续的时
间并不长，新的压力又来了。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由于多元文化的
冲击和电视的兴起，热闹非凡的话剧
舞台又几乎在一夜间跌到了冰点，万
人空巷的演出场景成为记忆，观众全
被电视吸引，座无虚席的剧场变得空
空荡荡。所有的话剧人在突然冷淡
的市场寒冬面前表现出极度的措手
不及，毫无应对之策，很多演员为了
生计纷纷“下海”，有的人去歌厅伴
唱，有的人去开小饭馆，有的人跑起
了小买卖。这些几乎都发生在一夜
之间，很多人把对艺术的追求变成了
对过往的怀念。

王志洪：1983年最惨，全年我们
才演了 8场戏，为了拉回观众，我们
还倾尽全力精心排练了一场大戏，本
来是信心满满，希望一炮打响，但到
演出那天，全场一共来了两名观众，
还都是文化系统的熟人，是专门来捧
场的，那个惨呀，我站在大幕后边，看
着空空荡荡的剧场好想大哭一场。
没办法，我就对剧院收门票的师傅
说：您把大门打开，不收票了，让人随
便进，最后进来的也只有十来个人。
那天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记得印
象很深，那天电视上在播放电视连续
剧《霍元甲》。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

电视打垮的不仅是话剧市场，连京
剧、歌舞等都受到了影响。

1983 年，全国的话剧舞台都面
临着生死抉择。也是那年，42岁的
王志洪被任命为宁夏话剧团团长。
临危受命后的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
分崩离析的队伍和无人问津的话剧
市场。最头痛的已经不是精雕细琢
的艺术，而是全体演职员的一日三
餐。保证全团百十号人能按时发工
资成为当务之急。那年的冬天，全团
很多人整天都抱个大茶杯，坐在剧团
门前晒太阳，聊天中除了对过去辉煌
时光的追忆外，更多的是悲情的牢骚
和满世界的看不惯。面对种种难言
的苦衷，给濒临绝境的话剧团找出路
成为对王志洪最大的考验。

王志洪：我必须找门路，拼出一
条生路，还有对话剧艺术的追求和留
恋。我猜想，话剧在城市没了市场，
但农村肯定还有人想看。因为农民
很难看到真人的演出，如果我们把戏
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估计农民会喜
欢。当我向全团提出这个想法后也
有很多反对意见，一是大家觉得宁夏
农村喜欢秦腔，怕农民群众不接受话
剧；二是有些人的观念里还认为话剧
是高雅的舞台艺术，不能变成流浪乡
间田野的艺人。也有很多人支持我
这个想法，最后大家商量，有枣没枣
先打一杆再说，没准能找出条活路
来，当年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
过河。于是我们决定转战农村，把传
统的城市舞台搬到农村去试试。说
真的，当时只是权宜之计，让我没想
到是，这一试就试出个大市场，试出
个大篷车、试出了个大舞台、试出了
话剧舞台的新天地。最早的大篷车就
是利用团里的大卡车，把车帮加高，既
拉道具也拉演员，到了农村把车帮支
平，就成了个小舞台，所有的演员就在
这个小舞台上施展艺术才能。

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刚开始也
走过弯路，最初并不知道农民喜欢
什么戏，总以为农民的欣赏水平低，
也有过节目胡拼乱凑的时候，凑合
几个节目出场了，有歌舞小品、有流
行歌曲，话剧演员唱歌不是强项，就
放录音假唱。有一次演出队在芦花台
搭起了台子，旁边有个耍猴的摊子，很
逗笑，演员们在台上的假唱又被农民
听出来了，骂演出队是江湖骗子，轰
他们离开。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
们，王志洪从这时候开始逐渐明白，
艺术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
深刻含义。（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
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
心。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红色文
物”，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及人文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践行使命担当。

铜手炉又称“袖炉”“手熏”“火
笼”，《辞海》中解释为：“冬天暖手的
小炉，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遍使用
的掌中取暖工具，多为铜制”。据专
家考证，手炉是从火盆使用中演变过
来的。到了唐代，人们开始用铜制成
手炉，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当时的手炉器型以“簋簋之属为之”，
即方圆二式，里面放火炭或尚有余热
的灶灰，小型的可放在袖子里“熏衣
灸火”。随着时代的变迁，手炉已淡
出生活的舞台，逐渐被人遗忘。

宁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革
命文物——毛泽民使用过的铜手
炉，见证了发生在革命老区盐池的
一段历史故事。

盐池县是宁夏唯一经过红军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3个时期的
革命老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 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
建立的 6个红色县级政权中唯一坚
持到全国解放的一个县。盐池县的
战略地位重要，又盛产食盐、甘草、

裘皮、煤炭、石膏、砂、硝等，是陕甘
宁边区的经济支柱，曾为陕甘宁边
区的巩固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
区的经济封锁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936年 6月 21日，西征红军第
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解放了盐池，刚解
放的盐池，由于战争和国民党的反动
宣传，百姓一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
策，许多工匠、商贩停工停商，商铺关
门，城里的商品卖不出去，外面的东
西进不来，经济十分萧条。加之，抗
日战争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
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
的经济和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百废
待兴，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急需帮助
和指导。

1936年 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
带领工矿科长高登榜、会计科长钱希均
（毛泽民夫人）等人，赶到了刚解放的
盐池，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指导开
展经济工作。一连几个月，他每天骑
着马到各区、乡考察指导工作，不能
按时吃饭。看到他这样辛苦，盐池县
委的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只铜手炉，里
面装着一点就着的碴子煤，这样可以
随时喝到热水。握着铜手炉，毛泽民
感慨地说：“在南方很少见到这种东
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山时，有这
样的铜手炉就可以挽救许多红军战士
的生命。”

当时，毛泽民帮助盐池县城区
革命委员会将打土豪没收的部分物
资集中起来，并吸收群众入股 190多
元（以大洋计算），办起了城区消费合
作社，这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合作
社。随后应运而生了许多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羊只保健合
作社等，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经济建设
和抗战。

毛泽民在盐池期间，还抓了整建
税务工作。1936年10月，成立了盐池
税务局，各区设立了税务所，并且确
定了公平合理的应征税目和各项税
率，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好评，进
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

毛泽民还深入群众中，和他们
谈心，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及时纠
正在打土豪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保护
了工商业者的利益。百姓家的炕头、
工商业者的店铺、街头小贩的地摊，常
能看到毛泽民的身影，一身布衣、一个
铜手炉，拉近了群众的距离，盐池城里
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毛青天”。

毛泽民在这里工作了近半年之
久，帮助盐池县建立消费合作社，组
织当地土特产品向外地换回军民急
需物品，为缓解盐池的经济压力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民认为：“合
作社是群众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新
的经济组织，只要我们有了好的方
法去领导，是容易组织起来的。”他
还组织建立了三边贸易局、盐池县
税务局等经贸机构，着手恢复当地
经济，为盐池当地经济建设打下了
良好基础。

1936 年 12 月，毛泽民、钱希钧
夫妇离开盐池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
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时，将

铜手炉送还给盐池县委。毛泽民在
盐池县活动时间虽短，但对当地商
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组织人民
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打破
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原回汉支
队政委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
捐赠给了宁夏博物馆。2000年由国
家文物局组织的革命文物鉴定委员
会评定会评定为一级红色文物。细
观此炉，光泽度极好，红铜制造，长
方形，长 16厘米、宽 12.5厘米、高 9厘
米，在两侧搭接有一个桥形提手，盖
子中间有一“寿”字形镂空花格图案。

看着铜手炉，就想到毛泽民组
织盐池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情
景，他带领盐池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他用自己卓越的经济才能，使盐池成
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在他
的指导下，盐池人民对陕甘宁红色革
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和
边区的经济建设。 （据参考网）

一只手炉 一段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近代
工业多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
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经济基础十分
薄弱。除过外国人在平罗创办的甘
草膏厂，宁夏近代工业就诞生在宁
夏建省后的银川市，即以 1933年初
在洪广营兴建裕宁甘草公司为标
志。当时，马鸿逵主持宁夏省政，在
加强交通、邮电建设的同时，提出了

“工业之创办与改进”计划，才为宁
夏近代工业的举办以及地方社会经
济的缓慢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
件。1938年 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
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
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开发矿
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
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的战
时工业计划；中国战场前方战备和后
方供给都有待于西部经济建设予以
支持。由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工
业建设力度。另外，早在 1937年 11
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驻重庆，以四川
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
立，特别是 1942年 8月“开发西北”号
召的提出，都为宁夏近代工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近代工业创办形式主
要有官商合办、集资合办、独资创
办。按门类分，宁夏近代工业又以面
粉、制革、纺织、造纸、印刷、制药等企
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为主。

印刷、造纸业。1933年，宁夏省
政府购置印刷机器设备，使建省初在
省垣南关设立的印刷局恢复生产。半
机械化印刷设备的引进，是宁夏近代
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孙马大战”
期间，该局被迫停产。1935年，马鸿逵
拨款 1万元使省印刷局恢复生产，并
派人从南京购置新的印刷机、铸字机
和各种铅字、铜模，并引进技术人员，
扩展印刷业务。

1939 年春，为解决地方纸张供
应短缺的问题，宁夏省政府筹措基
金，利用省垣承天寺房舍，建成宁夏
造纸厂，月产量 20余万张，品种有白
麻纸、新闻纸、封套纸等。主要满足
本省报社、机关、军队、学校和外省

如绥西等地的需要。1945年，马鸿逵
控制的富宁商行又利用旧设备和新
购置的一部 12马力蒸汽机，设立利
宁造纸厂。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带
动压纸碾，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家机
器造纸厂。生产原料为宁夏所产的
白麻、芦苇、马莲草、芨芨草等。利宁
造纸厂有工人 62名，日产纸 40余刀，
主要供应机关用纸。新中国成立初
期，该厂改名为新华造纸厂。

面粉业。1935 年，宁夏省政府
筹资 2.7万余元，开设普利机器面粉
厂，后改为军队附设，日产面粉 1.3
万斤，专供军队食用。1943年春，该
厂因机器陈旧而停产。同年 8月，在
省城南门外成立利民机器面粉公
司，日产 250袋“双塔”牌面粉，除供
军政机关食用外，也供商民食用。

制革业。1933 年，在宁夏城垣
北关建立起富有被服厂制革组，由
军队附设，以生产军装、马鞍及党政
军学界的制服为业。1940年，年产蓝
底皮 120张、羊皮 140张、红底皮 100
张。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制革化学原
料缺乏等原因，业务范围较前缩小。

纺织业。抗战期间，纺织业在宁
夏也获得较快发展。宁夏省政府先
行筹资设立省立初级职业传习所，传
授纺织技术，组织学员生产。该所在
经营中获利颇为丰厚。接着，便成立
宁达棉铁厂，生产呢料、布匹等日用
品销往省内外。1940年，宁夏省政府
从中央建设专款中拨出 6.4万元为资
本，筹建起宁夏省毛织工厂。1942年
初，马鸿逵及其幕僚集股 8万元投入
宁夏省毛织工厂，并归还建厂时所用
的中央建设专款，又将省立初级职业
传习所与该厂合并，改称“兴夏毛织
公司”，马鸿逵自任董事长。这样，该
公司实际上由所谓官办改为马鸿逵等
的私人企业。1944年，兴夏毛织公司
又兼并了刚关闭的商办企业大夏机器
纺纱厂。随后又有几家商办纺织工厂
开工投产，使得宁夏纺织工业的发展
速度明显超过其他轻工企业。

（据《历史银川》）

宁夏近代工业（上）

毛泽民用过的铜手炉。

毛泽民。

王振举，1937年 9月出生，宁夏
彭阳人。1960年 7月参加工作，1962
年 11 月调入税务部门，1971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以及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税
务系统先进工作者、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个人、“自治区 60年感动宁
夏人物”等荣誉称号。

“把私情撇开，坚持秉公执法”这
是王振举当税官的原则。1962年，他
被调往城阳税务所任专管员。一次，
群众举报红河公社韩堡大队孙木匠
（王振举的一个叔伯爷）有偷税问题，
所里决定由王振举调查落实这件事。
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走访了数十
户农家，摸清了孙木匠流动制作木器
家具的数量、工价，并详细做了记录，
按法律规定对孙木匠作出补征 600元
税款，进行两倍罚款的处理决定。一
次，王振举在红河乡集市收税时，恰巧
遇见了一位私交很深的亲戚刚刚卖了
一头牛，他便按规定要收这位亲戚的

“牲畜交易税”，亲戚气呼呼地说了句
“没钱”，就蹲在地上再不言语了。在
场的知情人劝王振举抬抬手算了。

王振举也感到这不可抵挡的人
情分量，但国家的税不能不收，他只
好掏自己口袋里的钱，可零零整整凑
了半天还是不够，便向身边的专管员
借钱，替亲戚垫交了税款，并大声向
围观的群众说：“我王振举生就一副
犟骨头，咱做事要对得起这身税服。”

王振举的人缘好，有很多掌握税
源的“线人”。其实，他对“线人”的回
报也就是让人家进门喝口水，递上一
支烟，随便拉拉家常而已。但往往
在此过程中能查问出税源来。一次，
王振举派一名年轻的专管员去姚河
村收一家卖木头的税。这名同志到
那转了一圈便回去了：“人家说了，木
头没卖，没税。”“没税？”王振举慢慢
悠悠地点出了是谁家伐了几棵树，是
什么车拉的，是谁帮着装车的，檩条
是什么价，大梁是什么价……年轻人
听了，心悦诚服，又返回姚河村收回
了那笔税款。

从走进税收队伍的那天起，王振举
就把“该收的税分文不少，不该收的
税毫厘不要”作为衡量工作的一把尺
子。1983年春天，一名年轻的税收员
到崾岘村征税时，由于不熟悉政策，错
征了牲畜交易税。当天晚上，王振举
在煤油灯下审核票证时发现了这一
错误。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这名税收
员到几十里外的崾岘村退还了误征
的 203元税款，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1986 年秋天，王振举的一个表
侄在姚河村贩卖生猪，王振举找上门
去征税，表侄说他的猪都是高价买
的，征税就会赔本。在场的群众也劝
王振举说：“国家这么大，哪里缺这几
个钱？”可王振举耐心给大家讲政策：

“亲是亲，公是公，皇粮国税，人人都
得缴，我不能拿权力优亲厚友，让国

家吃亏。”就这样，王振举坚持一分不
少地征回了税款。1987年 8月，红河
乡宽坪村一名农民到新集贩菜，王振举
去征税，那名农民软磨硬泡，拒绝缴
税，又乘机溜走了。第二天，王振举
骑上自行车，边走边问，山高坡陡，他
又步行十几里山路，找到贩菜的农民
家。王振举听说这名农民当天被大
雨淋感冒了，就拉着他的手说：“你
看，几个税钱把你吓跑了，现在病了，
有感冒药吗？”这名农民感动地说：

“你大老远赶来，不但没罚款，还安慰
我，要知道你心这么好，我昨天就不
跑了。”说着，把税款交给了王振举。

1989 年，组织上安排王振举到
彭阳县国税局担任人秘股股长。6年
间，王振举经手 500 多万元现金，也
曾多次接待过客人，但他没有抽过公
家一支烟，没有喝过公家一盅酒，没
有吃过公家一顿饭，没有因私事用过
公家一回车。王振举抽烟很厉害，但
坚持上班不抽烟，晚上回家自己卷旱
烟抽。他的 4个孩子相继结婚，都没
有用过局里的车接亲。一次，二女儿
的公公患重病，需要到固原治疗，想
请王振举派车送一下，被他拒绝
了。同事们敬佩地说：“老王既管钱
又管物，但却两袖清风，心里只有为
人民服务。”王振举对待同志的那份
真诚，谁听了都会为之感动。特别是
那些曾经和王振举一起工作过的年
轻人，一提起他们的王叔，总是感慨

万分。收了 10多年税的袁小平每每
拿出税票，就想起他刚参加工作那年
哭着跑完的 30多公里山路。那天早
晨，王振举带着袁小平爬了 5 公里
陡坡，走了 5公里土路，翻了一座山，
蹚过一条河，快中午时赶到红河乡集
市去收税。可袁小平匆忙之间竟忘了
带税票，王振举铁青着脸执意要袁小平
回所里去拿。情急之下，袁小平恳求
先用王所长的税票，但王振举硬是不
答应。万般无奈，袁小平只好服从命
令，他一路走，一路哭，来回 6个多小
时，回到红河乡时已是暮霭笼罩。此
时，王振举已经收完税，正站在路口
焦急地等着袁小平吃晚饭。经过一
席交谈，袁小平真正理解了王振举常
说的“税票是国家给咱们的权力，可
比咱们的命还重要”的深刻含义。

1995年 6月，王振举感到身体不
适，胳膊明显不听使唤，妻子不止一次
地催他去看病，但他忍着病痛，继续工
作。9月中旬，病情加重，在妻子和儿
女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同意到固原地
区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让他立即住院
治疗，但他只同意在家里养病。

1995 年 12 月，自治区党委作出
决定，号召全区税务战线的广大干部
职工向王振举学习。1996 年 4 月 20
日，王振举因肺癌去世。

王振举去世后，他的事迹被编为
话剧、拍成电视剧，广为传颂，引起强
烈反响。（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宁夏作为红军长征途经的战略
要地，从红二十五军率先翻越六盘
山，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再到山城
堡战役结束，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里，宁夏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见证
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岁月，彰显了
宁夏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独
特作用。

1935年 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
上行动，红二十五军转战至宁夏西吉
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并翻越六盘
山，驰骋陇南陇东，截断西兰公路，打
乱了国民党军围堵中央红军的部
署。红二十五军在沿途中四处号召

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充实了红军物
资的需要，有力地帮助了红军主力的
行动。

1935 年 10 月 5 日，红军陕甘支
队从甘肃界石铺、高家堡等地出发，
分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等中央领导随一纵队行动，当晚宿营
于单家集。10月 6日，红军陕甘支队
分别从驻地出发向六盘山挺进，毛泽东
等率中央领导机关从单家集出发。
10 月 7 日，陕甘支队主力部队沿王
套、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挺进。陕甘支
队一纵队在青石嘴与敌军骑兵第七
师第十九团两个连相遇，歼敌骑兵

200多人，缴获战马 100余匹，马车 10
余辆，胜利通过六盘山封锁线。

1936 年 5 月 18 日，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任命
彭德怀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
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入陕甘宁边界
地区作战，以实现扩大、巩固根据地
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战略目
标。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由延川县
一带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随后，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
《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颁布对回民
工作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西
征部队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

占了甘肃东部的阜城等地和陕西西
北部，直至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
一带，开辟了新根据地。

1936年 10月 22日，红二方面军
右纵队到达公易镇，总指挥贺龙率左
纵队到达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
军主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三
大主力历尽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终
于胜利会师，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胜
利结束。

红军长征在宁夏的革命活动从
政治、军事、物质、精神等各个方面聚
集力量，为迎接革命曙光的到来做了
充分的准备。（据《中国档案报》）

红军长征经过宁夏留下的档案史料

王振举：心里只有为人民服务


